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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被创作出来之后，能够超越其所处的

时空，受到各个时代不同读者的喜爱，往往不仅因为它刻画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更

因为它在塑造这些角色形象时取得了较高的丰满度，从而开拓多元的可阐释空间，实现对

人类共同情感的真实反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文学文本在创造形象的时候需要使用一种

特殊的表征手法，即“反身份建构”。与“陌生化”有所不同，这种表征手法并非是为了

刻意追求文学作品在形式或结构上的陌生感，而是为了尽力寻求对人类体验的一种忠实再

现和整体还原，以新奇的视角来构造一种“全景图”，破除人们思维中的刻板化认知模型。

在本质上，它是朝向动态的主体世界的回归，能够促成文本意义的多元衍生，以及在符号

的层面对人类共同情感的最终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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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在被创作出来之后，无论其初衷如何，最终都应该面向未来的读者。

优秀的作品拥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不仅能打动其所处时代的读者，也能够超越时空，震颤

后世读者的心灵。我们通常认为，评价某部文学作品优秀与否，就是要看该作品是否反映

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典型时空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做了“形象生动”的描述，也就是说“像

与不像”。如果做到了这点，那么至少在量化的层面上，该作品所接触到的读者面以及所

接收到的读者反馈一般都会显得比较可观。此类例子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

不一而足。比如，说到“吝啬鬼”的文学形象时，人们很自然地就能够想到《欧也妮 • 葛

朗台》中的葛朗台和《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经典角色。由于十分吻合大众心目中的预

设形象，在长期广泛的传播之后，其中部分角色似乎已经成为专门用来指代“守财奴”的

语言文化符号。

然而在目前，这样的标准似乎并不被多数文艺批评家所赞同。文学虽然与其他种类的

艺术形式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它仍然被批评家们广泛地视为一种艺术，而随着西方 20 世

纪中后期各种艺术理论尤其是后现代符号学理论的涌现、传播和发展，文学批评领域也普

遍出现了一种立场：对文学文本在形式、内容和意义等方面的单一性的怀疑，甚至是批判。

从当代符号学的角度来看，某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受到各个时代不同读者的由

衷喜爱，往往不仅因为它刻画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更因为它在塑造这些角色形象时

得了较高的丰满度，从而开拓多元的可阐释空间，实现对人类共同情感的真实反映。为了

达到这个目的，文学文本在创造形象的时候就需要使用一种特殊的表征手法，那就是“反

身份建构”（anti-identity construction），也就是利用超乎甚至违背受众思维中的预设形象

的表征手法来进行文学文本的建。

反身份表征与陌生化

表面上看来，反身份建构手法似乎与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
效果有所类似，因为它也是一种“在正常的语境之外看待事物的方法”（Shklovsky 17）。

但从根本上来说，反身份建构与陌生化之间存在着很重要的区别。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

实际上是要“否定并去除文学作品‘真实’感知的存在和可能”，同时也代表了形式主义

对文学与生活之间关联的否定，“用空洞、僵死和自动化的重复与辨识来指涉真实的体验”

（Crawford 218）。然而，反身份建构却并非为了刻意追求文学作品在形式上的陌生感，

反而是为了尽力寻求对人类体验的一种忠实再现和整体还原。与其说它是陌生化，倒不如

说是以新奇的视角来构造一种“全景图”，实际上与“熟悉”和“陌生”均无本质关联。

它的聚焦点，已经不再是角色的“像与不像”，而是角色在人性情感层面的“真与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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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典的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为例。传统的白雪公主形象是一位美丽、纯洁、善良

的少女，正好和她的继母也就是那位美丽但很恶毒的新王后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和大

多数“公主”童话中的一样，白雪公主也是一个楚楚可怜的被拯救者，需要等待一个王子

或勇士的出现才能改变现状。不仅如此，白雪公主后来还误食毒苹果，进入到了“睡美人”

式的彻底无行动状态，完全受制于命运的安排。然而，近几年的欧美影视文学作品却对白

雪公主的形象进行了彻底的反身份建构。这些新的作品所塑造出来的白雪公主不仅美丽、

纯洁、善良，而且聪明、果敢、独立、具有抗争精神，不再是人们思维中长期存在的那个

天真无助的弱女形象，她不仅不用等待王子或勇士的拯救，反而在关键的时刻还变成了拯

救者，甚至是反抗邪恶王后的军队领袖。改编后的故事被搬上了银幕，取得了不小的成

功，引发了强烈的观众反响。这种形象的更变，是对经典的一种“反叛”，但在本质上却

并不是为了达到陌生化，而是创造了更为丰满、更贴近真实人性的人物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新的形象也因此而具备了更为深刻的艺术感染力，尤其能够引发年轻一代读者

与观众的共鸣，产生较好的接受效果。

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关于“泰坦尼克号”，人们一般所熟

知的是由詹姆斯 • 卡梅伦执导的爱情大片《泰坦尼克号》。其实，这部影片在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美国著名作家沃尔特·劳德在 1955 年出版的一部极为畅销的纪实文学作品，书名

为《此夜永难忘：泰坦尼克号沉没记》。①自出版以来，该书就好评不断，被一致誉为研

究泰坦尼克事件的“圣经”，并被译为十余种语言文字在全世界范围出版。②

劳德对文本的构建是反身份性的，然而却不是陌生化。他并没有采取当时流行的惯常

叙事思路，即从社会等级（social class）的角度出发来记述泰坦尼克号事件，反而是将此

概念彻底淡化，将贵族人士与普通市民、富人与穷人等各种二元对立的身份完全消解，仅

仅是对所有人在此灾难中的种种情感和行为尽数加以描绘。劳德的聚焦点却始终是在大自

然灾难面前地位平等的男女老幼，不仅剥离了在当时极为重要的等级身份差异，而且他对

当时场景所进行的高度视觉化和听觉化的描述也带有一种“现场广播或电视记录片的直观

性”（Biel 151）。作品营造出了一种颇能抓住读者心灵的悬念气氛，比一般的文字更能使

人身临其境，更能使读者贴近沉船上那些人的感受（Welshman 284）。它所捕捉到的不仅

仅是光影和声音，更是将船上的人们与读者在心灵层面连接了起来，这也就将该作品提升

到了其他同题材作品所无法企及的高度。

卡梅伦在将这部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的时候，将反身份建构的方法做了更进一步的运

用。劳德的《此夜永难忘》原本是一个没有中心人物的“复调”的故事。而卡梅伦则创造

了一个独特的中心人物，一位“反贵族风”的贵族女主人公露丝，并用她的动人爱情作为

叙事的主线。露丝鲜活、大胆、奔放、向往自由、不受拘束、勇于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

丝毫不符合人们对一位贵族小姐在言行举止上的期许；而她与三等舱乘客杰克的相爱，更

是对其贵族身份的彻底违背。如此的形象打造，加上跨越阶级的爱情与死亡悲剧相结合的

永恒主题，使得该片取得了极佳的票房和口碑，成就了一部前所未有的经典。多年来，它

不仅给一批又一批的观众带来了丰富而异样的审美冲击，也为一百多年前发生的那次海难

增添了更多的让人遐想的余地。它所创造出来的多个感人瞬间，使得这个故事至今让人难

以忘怀。

但批判地来看，文学表征的“反身份”建构似乎也是一个悖论，因为无论以何种方式

通过“反身份”的手法而创造出来的文学形象，它总是会以整体的形象而呈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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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 J.R. 托尔金在《魔戒》与《霍比特人》小说系列中所创造出来的怪物咕噜那样高度

分裂的人物角色，也仍旧可以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一个整体形象。很明显，我们不能说这些

形象不具备“身份”，因为任何一个文学形象一旦被塑造出来便自然获得了身份。在这个

意义上，“反身份”所“反”的其实并非是“身份”的本体。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作为

一种艺术创作手段，反身份建构所“反”的是典型文学表征，即一种存在于人们思维中的

固定认知模型。

刻板化模型与两种反身份建构

当代著名符号学家托马斯·西比奥克曾经指出：模型是携带意义的形式，是人类各种

认知行为与社会活动所依赖的基本手段；模型建构行为是人类一种内在的符号应用能力，

其结果就是产生一系列的外在物质模型和内在思维模型，作为意义的形式，从而实现人类

认知（Sebeok and Danesi 1）。③这是个很容易产生惰性（inertia）的过程：在习惯性的阐

释路径下，认知模型倾向于固定，甚至僵化。比如，我们虽然早已告别了样板戏的时代，

但样板的阐释思路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某个现实人物或虚拟角色在我们心目

中的形象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内在思维模型，仅仅是一种符号，而这个模型的真实度与

人物角色本身的关联常常并不是那么紧密。这种现象源自于所有人类族群共同拥有的一个

认知特征：“刻板印象”（stereotype），表示某个社会文化语境中被群体所分有的、便于

对特定种类的人、物、事进行方便省力的解释和表征的观点和想法（McGarty et al 2），简

单地说就是一种思维定势和话语模式，受到思考者本身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的约束，也受

到其本身的认知因素的约束。

在文学形象的创造和批评中，刻板印象可以用来表示作者与读者思维中对特定种类人

群以及特定文学形象的思维定势，形成刻板化模型，也可以理解为固定化的符号。值得注

意的是，作者与读者都必然属于某特定种类的人群，所以他们也无法避免被刻板印象化，

成为刻板化模型的对象。此外，鉴于反身份建构始终是与文本的创作相关，我们因而可以

大致地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角色形象的反身份建构，另一类是作者的反身份建构。简

单地说，角色形象的反身份建构是围绕故事角色的身份特色本身而展开的叙事方法，而作

者的反身份建构是作者在创作文本的过程中对自我现实身份的特意违背。

关于角色形象反身份建构，除了上文的《白雪公主》和《泰坦尼克号》之外，还有一

个较为生动的例子，那就是吸血鬼题材小说。这类小说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就风靡于世。

通过近些年同种类欧美影视的发展与影响，这种曾被批评界认为趣味低下的“大众文学”

在近些年以无可比拟的力量和态势横扫全球，并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而被人们重新审视。

通过比较，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后期吸血鬼形象的塑造也与早期有着根本的差异。比如，

《暮光之城》中男主人公爱德华所属的卡伦吸血鬼家族就并非传统意义上面貌丑恶、嗜血

杀生、畏惧阳光的恶魔或牲畜，而是自控力强、生活如同常人却又具有超凡能力的俊男美女。

早期小说和影视作品在读者与观众思维中所留下的刻板印象被替换为新的认知模型，吸血

鬼也具有复杂的情仇爱恨，甚至常常被描述为比人类更加具有人情味，这种反身份的建构

方法引发了空前的审美效果，从而也使得小说大受欢迎，其电影也受到观众热捧。实际上，

吸血鬼文学形象的反身份建构过程从爱尔兰作家布兰姆·斯多克于 1897 年出版的《德古拉》

就已经开始了，再经由美国众多同题材小说家（如女作家安妮·赖斯和斯蒂芬妮·梅尔等

人）作品的发展，“现代吸血鬼”的形象在具备超凡能力的同时也逐渐地显得“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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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早期形象的身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数十年来，所有吸血鬼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在吸血鬼外形、超能力等方面的描写都经历

了根本的嬗变，但“长生不死”和“吸食人血”这两个特性却没有变动。其中的“吸食人血”

更是吸血鬼最基本的区别性特征，也是在行为层面的身份符号。但凡提到吸血鬼，人们思

维中的认知模型是“嗜血的恶魔”，如果这个方面发生了改变，那么就很容易动摇这种形

象的根基。然而，在《暮光之城》系列小说的描述中，吸血鬼的身份却正是在这个关键点

上发生了变化：卡伦家族的俊男美女通过严格的自制训练，上百年来都成功克服了吸血族

的这个吸食人血的魔咒。虽然从文笔上来看，《暮光之城》并非算得上真正的杰作，但从

广大读者的角度来看，该系列小说在题材和叙事风格上的确具备了不小的吸引力，小说中

的这种反身份表征手法非但没有让人觉得陌生，反而变得让读者更加熟悉和亲切，其所形

成的审美效果也完全不是陌生化，应该说是一种创新式的审美体验，在很大程度上确实破

除了刻板印象。

作者的反身份建构与角色形象的反身份建构一样，都是对人们思维中刻板化认知模型

的破除，但是前者并没有后者那样直观，因为这里所牵涉的主要是读者针对作者所形成的

认知模型。只有当人们通过作品或其他符号源头对作者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了解，才有可

能产生针对作者的刻板化认知模型，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作者的反身份建构才会发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者的反身份建构更为高级、更为彻底。

比如，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大多数读者都或多

或少地知道托尔斯泰，而且也了解托尔斯泰拥有着贵族的身份。这种身份在其早期的不少

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而当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作品中以怀疑、

批判甚至放弃贵族身份的反身份建构手法创造出安娜、聂赫留朵夫等角色形象的时候，读

者也获得了异样的感动。在托尔斯泰痛苦地反思 19世纪后半叶俄国社会与革命巨变的时候，

他本人的思想特点和文学创作也都经历了比以往更为深刻的转变，其作品内涵也越来越充

满情感、道德与思想上的矛盾。这个转变过程在他 1862 年结婚安定之后就已经开始，到七、

八十年代之交，他最终弃绝了贵族阶级宗教信仰，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之上。他对自己

及周围的贵族生活都产生了深深的厌倦，甚至常常从事农活劳动，耕田、扎鞋、盖农舍，

力求抛弃贵族式的奢靡。在《忏悔录》（1879—1880）中，托尔斯泰细致地记述了其思想

激烈转变的过程。④这一切都反映在了他后期的各类作品之中。所以，作者的反身份建构

实际上是作者对有关自己的刻板化模型所进行的反抗，这比角色形象的反身份建构要更加

深刻，难度也要大得多，因为它是作者对自身的反思与批判。

需要补充的是，作者反身份建构还有一种特殊的形式，而且常常能与角色形象反身份

建构有趣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出现在第一人称的文本创作中，只不过所破除的刻板化

模型并非关于作者的现实身份，而是作者在文本中的替身“我”，也就是第一人称的叙事者。

比如，夏目漱石的著名小说《我是猫》。该作品反映了 20 世纪初期日本中小资产阶级的

生活与思想，批判了明治时代所谓“文明开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⑤但它的文学价值

却不仅仅在此，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所使用的叙事策略：故事采用了第一人称，主人公是一

位穷教师家的猫。一般采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的都是从人类叙事者的立场出发，而这里却

用了相反的身份，从一个动物叙事者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人类的行为和心理。这里的作者

反身份建构当然不是针对作者夏目漱石，而是针对故事的叙事者。此外，这里的角色形象

也做了反身份的处理：主人公“已经不再是一只寻常的猫”（夏目漱石 19），它拥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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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优秀的品质，例如善于思考、目光犀利、见地深邃、富于文人气质等等。故事明明是

夏目漱石所写的，然而在通过这只特殊的猫的角度讲述出来时，作品就获得了一种新奇的

戏剧效果，加上猫的行动自由、不受拘束，所以故事在反讽社会、道破人性和表现情感的

方面就不会有突兀和尴尬，而将其换成人类叙事者，很可能适得其反。

因此，文学表征中的“反身份”建构，无论是角色形象的反身份建构，还是作者的反

身份建构，在本质上无非是作者所采用的一种特殊而有效的文本叙事策略，都是对刻板化

认知模型的破除手段。可以说，它是向“真实再现”纷繁复杂的人类事务的有力尝试，更

能够体现生活本身的多姿多彩，贴近人性，并引发读者更深层的反思。它还原了文本中人

物与事件的矛盾本质和多元性，摆脱了一元性和简约化的偏执叙事，既是对现实的尊重，

又是对现实的一种超越尝试。然而，现实的本质是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这也似乎决定了

任何文学文本永远都只能捕捉到有限的片段和瞬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只能说，反身

份建构是朝向“现实”的无限靠近。

文学文本与主体世界

无论是采用典型身份建构，还是反身份建构，文学文本的创作归根结底是一种独特的

人类符号行为。我们一般总认为文学文本是对现实社会和人物的反映，但从符号学的角度

来看，这并非是文学文本最重要的功能。根据现代符号学理论，“现实”是一个特殊又复

杂的概念。真正绝对客观存在的现实是难以被人们获致的，作者通过语言文字来“捕捉”

或“反映”的也仅仅是其主体世界的部分和侧面。主要原因就在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

生物只能通过自身的感知系统利用符号来认知世界，每个生物主体似乎都处在巨大的“绝

对现实”的某一个无法被其他主体复制或挪用的特定点上，获致属于其自身并可以用各种

符号系统加以表征的“主体性现实”，形成其所处的“主体世界”（Umwelt）。

“主体世界”是现代符号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源自德语，是由德国著名生物学家、生

物符号学先驱雅各布·冯·乌克斯库尔（Jacob von Uexküll）在康德哲学和脊椎动物生理

实验的基础上所发展出来的。它指的是生物体通过其物种特有的内外知觉系统对外在世界

所形成的独特的现象世界。主体世界就像“肥皂泡”一样将个体包裹了起来，这就是生物

体所真正存在的世界。⑥在这样的一个时空维度，个体总是不断积极活跃地创造着自己的

主体世界，这个创造性的过程关系到由该个体的内在状态、需要和结构等因素所决定的意

义，这些互相关联的因素共同决定了主体世界的创造过程（Rüting 50）。

乌克斯库尔特别指出：“所有的现实都是主体性的外在”，“在世界中寻找独立于主

体的导因是完全徒劳的；我们始终与客体相对立，它们的建构源自主体”。初步来看，乌

克斯库尔的主体世界观充满着康德式哲学的色彩，而且他自己也指出他以上的观点是建立

在康德的“坚实而古老的基础之上”（Uexküll xv），二者都主张完全客观存在的事物与

所感知到的事物不可能一样，但理性和感性是缺一不可的，因为主体世界总需要自在之物

为其提供感知的外在条件与环境。从这点来看，乌克斯库尔的主体世界实现了主观和客观

的辩证结合。根据乌克斯库尔的感知理论和实验，不同个体的“世界”永远不会完全相同，

因为个体只能生活在通过其各类知觉系统所获致的空间中，而个体与空间在每时每刻都发

生着不可复制的变化。简而言之，不同个体的主体世界存在着相对差异，即使是在同一个

时刻的同一个区域，个体所感知到的空间也不尽相同，甚至迥然不同；主体世界也是处于

永恒动态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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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借助外在与内在的各类符号系统作为媒介来认识与把握世界的，而正如皮尔士

所指出的，人也只能通过符号进行思考：“所有的思想必然是以符号形式出现的”（CP V：
251）。⑦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文学文本都是由作者所创造出来的对人所处的“主体性

现实”而非“绝对现实”的可见表征（visible representation）。这种可见表征本身又能成

为创造特殊的主体世界的前提条件，尤其是通过反身份建构手法所创造出来的文本，更具

有认知和美学上的独特价值。它们能够在被读者接受的过程中成为一种奇妙的意义再生器

（张杰 137），不仅实现了意义在文本中的反复再生，也为人们提供了多元化的阐释空间。

既然文学文本的核心功能不是现实社会和人物，那么究竟应该是什么？我们说每个主

体之间必然存在着相对差异，说这种差异是相对的，主要是因为主体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密

切的联系，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东西，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人类情感。而文学文本的反身份

建构的核心功能甚至是“终极”功能，正是在符号学的意义上实现对人类共同情感的反映。

我们常说“文以情动人”，也正是这个道理。

同一个文学文本的作者与读者都生存在自己的主体世界中，它们之间有可能也应该存

在交集和类似，否则“作者—文本—读者”的对话关系无法形成。在主体世界的概念下，

所谓绝对客观、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世界固然是有的，只是无法被任何主体所直接把握与

获致，唯一能被表征的世界是主体能够通过感官、想象、经验所接触到的世界，也就是一

种接受到的世界。而文学文本所创造出来的“世界”也正是如此：作者通过观察、回忆、

想象以及自身或他人的经历，用可见的文字符号创作出了文学文本中的某个形象。它本身

就已经融合了人们所处的主体世界中的诸多因素，既包括作者的，也包括读者的，其中普

遍存在的连接线就是人类的共同情感。

表面上来看，似乎一部作品问世之后便可宣告“作者已死”，作品中角色形象也相应

自然地变得凝固；然而从读者受众的角度来看，因为存在着主体世界方面的差异，文学形

象在被设计出来之后就自然地具备了成为新的意义生成器的潜力。这些形象所属的文本构

成了每个读者的主体世界的一部分，并与这些主体世界中的其他元素以及存在于读者思维

中的内在符号（或内在模型）不断地发生碰撞、融合与互动，同时引发和牵动读者的情感。

经过反身份表征的手法所创造出来的文学形象，符合人们所处的主体世界的内在要求，在

本质上是朝向动态的主体世界的回归，更能促进和增强这些碰撞、融合与互动，从而更能

引致文本意义的多元化生成。总的来说，一切符号的源头、活动场和最终的归宿毕竟还是

带有情感的主体，而情感与读者思维内在模型的相互激发和联系则使得意义的多元衍生最

终成为可能（余红兵 123）。

在这种情况下，“文以载道”似乎已不足以说明文学文本的特点，相反，“读者阐释”

才显得更加贴近人们在 20 世纪后现代主义运动影响之后对文学文本以及其他各种文化符

号的态度和看法，因为“道存于心”，或者更准确地说“道生于心”。反身份建构的手法

所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正是如此，跳出了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的认知枷锁和固定模式，有

助于实现作品的多元阐释。

这似乎很容易就能引发对文学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功用的解构疑虑，因为“文学的根本

目的不在于为人类提供娱乐，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

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聂珍钊 

17），而纯粹的文本意义多元阐释在很多情况下难免会被视为一种“解构游戏”。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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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身份表征与文学的教化价值并不冲突。相对典型身份表征而言，当文学文本以反身份表

征的方式构建了文学形象的时候，确实营造出了一系列更为丰富、更有批判特性的美学世

界。然而，这些美学世界无论以何种方式形成，它们在本质上都是相对于人们所存在的世

界的关系，总是社会性和观念性的建构，也是形式性和情感性的建构（Hayot 45）。反身

份建构通过打破典型文学表征和刻板印象，能够塑造更为真实丰满、有血有肉的人物角色，

实现了在符号层面对人类共同情感的终极反映，并用这条主线将故事作者、人物角色和故

事读者连接了起来，成为沟通不同主体世界的一个绝佳途径。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文学

文本的表征自然会实现对主体世界乃至主体自身的改造，为进一步的伦理道德反思提供更

为充分的条件。

注解【Notes】

①卡梅伦之所以拍摄《泰坦尼克号》，也正是因为受到了劳德这部作品的巨大影响，而且后者在影片拍摄

期间还担任了导演顾问。劳德去世之后，卡梅伦于 2003 年拍摄了《泰坦尼克号》的续作——纪录片《深

渊幽灵》（Ghosts of the Abyss），并以此片向劳德致敬。

② See Walter Lord, A Night to Remember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55).

③ The Forms of Meaning: Modeling Systems Theory and Semiotic Analysi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0) 一

书由托马斯·西比奥克与马塞尔·德尼西共同撰写，其中西比奥克是理论的提出者和构建者，而德尼西则

承担理论的应用。

④参阅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忏悔录》，冯增义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 年）。

⑤参阅夏目漱石：《我是猫》，于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年）。

⑥需要指出的是，由于 Umwelt 的概念在国内学界的研究还处于引入阶段，因此汉译至今未有定论，有主

观世界、环世界、环境、心相世界等等。但在英语中，它早已经成为一个固定词汇，《牛津大字典》给

出了如下的解释以及索引：“Umwelt (‘ʊmvɛlt) 复数形式为 Umwelten，源自德语的‘环境’，指的是‘影

响栖居于其中的生物的外在世界或现实’。1964 年 M. King 的《海德格尔哲学》II. ii. 96 中提到：毫无

疑问，海德格尔就 Umwelt 要传达的一个意思是对于人最近和最熟悉的世界……我们应该将 Umwelt 同义

转换为‘第一最近世界’；1966 年 J. S. Bruner 的《超越给定信息》（1974）xviii. 318 中提到：现代动物

行为学的概念核心关系到在发出者和印刻等此类机制中的表征，这多来源于冯 • 乌克斯库尔首先提出的

Umwelt 的原创概念；1971 年 E. O. Wilson 的《昆虫社会》（1972）xi. 209/2 提到：不同种类的蚂蚁在它

们的Umwelten上一般类似于蜜蜂”。参阅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econd Edition on CD-ROM. Version 4.0 

(Oxford: Oxford UP, 2009)。本文主张将 Umwelt 翻译为“主体世界”，而不是主观世界或心相世界。因为

它并不表示想象出来的非客观存在的世界，被感知到的外在物属于 Umwelt，它们具有明确的客观存在性；

此外，生物体所赖以形成其主体世界的感知系统本身也就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这个概念并不涉及主观唯

心主义和客观唯物主义的哲学对立，尽管在西比奥克看来这个概念“提出了一系列的哲学问题，其中有些

对于研究交际和意指的人来说尤为相关”。See Thomas Sebeok, The Sign & Its Masters (Lanham, MD: UP of 

America, 1989) 202。而“心相”二字用于人类或其他灵长类尚可，用于蚂蚁、蚍蜉等诸多物种则显得不甚

妥当。相比而言，其他的译法则更没有凸显“主体性”。因此本文认为采用“主体世界”的译法较为贴切。

⑦根据国际学界对皮尔士理论文献的检索和引用规范，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 简写为

CP，后加相应的卷数以及段数。See Charles Peirc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 Vol. 5. Ed. 

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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